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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视域中
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

白暋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8)

暋暋摘要:文学地理学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研究,这将促使“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暠,而在既往被价值评判边缘化的西

部区域将获得重审的机遇。因为战争和革命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其实于20世纪也曾有两次作为中国文学策动中

心的机会。一次是延安,革命文化选择在此燎原,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

衰竭之原由均值得探究。另一次机会在重庆、昆明,但均未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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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发展与文学史的观照视

角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

学史暠开发出民间话语、启蒙话语等价值,新世纪“重
绘中国文学地图暠的文学地理学新视野则转变以往

的时间神话思维为空间维度,这将为文学研究带来

新的契机,而以往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中被边缘化的

西部文化与文学也将因此获得重审的机会。

一

学界早已认识到,在建国以来社会文化高度统

一在政治文化精神之下,文学从外在形态到内在动

力的丰富性被抹煞和遮盖。形象地说,大一统、一种

色彩的文学地图早已被规划好,文学体制化、一体化

的过程就是将杂色的地图强行统一到一色中去。每

一种推动文学、文化呈现出多样形态的背后都有其

独特的内在运行精神体系,就这些各异的精神体系

而言,它们构成了精神主体独立性的“主权暠地图。
因此,在大一统文化系统中,难以容忍这样多色杂陈

的“主权暠地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

史暠运动正是对既往政治地图的一种反叛和扭转。
在现在看来,它更侧重以对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

的发掘来纠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色性,这种史的重

写更侧重于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回顾和对抗性价值纠

偏。这种重写的冲动乃因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愈盛

时也就危机愈盛、反动力愈盛,故而80年代重写文

学史成为一项轰轰烈烈又意味绵长的文化活动。在

90年代和新世纪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有了

很大改变,它一方面是主动以更为宽容和自由的姿

态出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其精神动力的虚弱化而呈

现出话语统治的空洞化趋势,因而文学形态走向多

元化乃至失控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正因为这

种文学事实的变化,面对政治大风车的坍塌和商业

文化精神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消解,所谓“重写文学

史暠的政治性冲动也衰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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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抗性的政治原动力衰竭后,推动文学研究

这个火箭继续爬升的动力源何处寻觅呢? 在此背景

下,在新世纪文学研究格局中,文学地理学以及新兴

起的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可堪称接力的二级火箭。
杨义、梅新林等先生提出的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

引入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新的跨学科

视角,为文学研究路径别开生面。杨义曾简要地归

纳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暠的研究角度:“哈佛大学的

王德威教授问过我:现在做什么研究? 我说,我在文

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一个空间维度。他非常

感慨地说,现在欧美学人很多都想做这个事,都开始

做这个事。暠[1]7在对抗性的以至充满情绪性驱动的

“重写文学史暠之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暠的主张力

图进一步探究和还原文学现象背后更多样多层的文

化动力,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将为文学史研究赋予

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更多的理性成分。与以往“文
学地图暠的比喻义不同,现在的文学地理学意味着将

地理的空间维度视为文学史格局的重要标尺,由此

将恢复地理学意义下“地图暠的本来意义,这也意味

着在既往“史暠的时间维度上被价值评判边缘化的西

部区域将在新的空间地域维度上获得重新审视和评

价的新机遇。大一统的时代决定了大一统的文学,
而现代化、多元化的时代催醒了潜在的身份意识寻

找及其活力焕发的内在质素,空间意识与空间美学

正是如此被推到新的认识领域里来。
作为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从理论倡议到具体实

践的一大步,梅新林于2006年出版的80万言著作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在更为宏大的古代

文学史整体格局中落实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他梳理

和归纳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表现形态和演变规律,
即“以文学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
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

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暠[2]1。在黄河、长江、珠江、
运河三横一纵流域轴线,首都陪都的双都城市轴心,
向心、离心、交互型的文人流向,以及西北向东南的

四次、东西向南北第五次的区系轮动的大格局中,梅
新林归纳出“三秦区系犹如一台巨型‘发动机暞,一次

又一次地发起由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而吴越区

则如一个巨型的‘聚宝盆暞,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三秦

及其他区系吸纳文学资源,在流域轴线之‘动脉暞、城
市轴心之‘心脏暞、文人流向之‘灵魂暞三者的综合作

用下,最 终 造 就 了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版 图 的 独 特 景

观暠[2]1016。而在其看来,在西学东渐、中外文学对接

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版图从西北向东

南的区系轮动,既出于西北文学资源逐步消耗殆尽

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交融着朦胧与清

醒,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主动选择暠[2]1016-1017。梅

新林的研究为中国文学史地理演变格局的还原,为
文学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这种还原

中我们也为西部文学的曾经辉煌和策动全国、既而

衰竭的变迁而震撼和深思。
正因为历史大潮中文学中心的东移,20世纪中

国文学分别在北京、上海的双都城市轴心中展开西

风东渐下之东系繁盛。在此潮流中,西部被边缘化,
即便于国内仍然存在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

突、现代工商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矛盾,也主要转

移到东部并以海派与京派的分立而呈现出来。北京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作为经济、文化中心,辅之

以江浙作家群体,构成现代文学的主体带,即便是籍

贯为西部、中部的作家如郭沫若、巴金、沈从文等,其
主要游历或生活的场所也是在这两个中心点周围。
在既往的“现代性暠学术主流话语体系中,西部文学

成为被近乎忽略的弱势空间,然而于今回顾,因为战

争和革命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其实于20世纪也曾有

两次作为中国文学策动中心的机会。

二

作为全国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一次是陕

北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终点,延安成为共产党政

权的中心,并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成为全国进步人

士和青年们景仰和迁徙的目的地,既而以1942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以延安为中

心的解放区策动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及文艺运

动。从政策指向上来说,《讲话》奠定了建国后17年

到“文革暠的当代文学基本格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为政治服务,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等内在精神规定,
也成为当代文艺的基本信条。延安精神既是马列主

义革命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西部本土精神在新时

代的发掘和焕发,而作为其灵魂的毛泽东思想正是

马列主义的中国本土化产物。斯时也,斯地也,而成

就此等功业,其无因乎? 前已有学者如赵学勇等注

意到这种“文学中心的西移暠现象,并提出:“让人感

兴趣的是,曾经不为文学垂青的西部,是如何在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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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的中

心?暠[3]但论者主要仍在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左联

文学的宏观时代背景中探究各自的精神特质与变

迁,而终究对此现象后的西部缘由及区域性文化元

素的探究尚不明确。
回顾历史,延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并推

动其走向最终胜利的历程,在偶然中并不乏其必然

性因素。其一,陕西历来便是王朝兴发之地,其地利

之易守难攻,民风民性之坚韧倔强,吃苦耐劳,战斗

力强,这些优势,古今贯之。其二,自宋以后,因为经

济的落后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陕北生活环境恶劣,
这固为不利,但同时也锻炼了民众吃苦耐劳、朴素简

单的生活方式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使其具有极强的

苦难承受能力,同时也激发出民众反抗的积极性与

彻底性。其三,正因为其文化的封闭与落后,故而民

性淳朴,易受精神的引导与控制,对于无产阶级文化

具有先天亲和性和奉献牺牲的精神基础。有以上诸

利,而艰苦朴素则是革命者所必须接受的客观条件

和所必须付出的精神联结纽带,故可以说革命者与

陕北土壤的精神气质一拍即合。正因以上之原由,
马列主义这样的洋思想与西部的本土文化相结合,
熔铸为简单但顽强执着的延安精神而成为解放区的

文化精神之魂,并进而成为建国后的国家精神。这

种结合,在那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东方红》中展现得

淋漓尽致———朴素而又深沉的民间文化、质朴而又

强悍的民众,与先进的革命思想和英明领袖崇拜,形
成灵魂与血肉的全面结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

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暠的高亢腔

调唱遍全国,进而成为新的国家文化精神的象征。
正是依靠这样的人民,毛泽东与共产党寻找到中国

革命本土化的力量之源,也正是以这样的区域文化

精神为后盾,以《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

方向才能力撼五四文学以来的个人主义、启蒙主义、
人道主义等洋化文艺道路,在文艺的高雅殿堂里也

被“泥腿子暠给革了命,改造了。正是有了这些如贾

平凹所谓之为“二楞暠的秦地秦人、秦腔秦魂式的西

部本土化、民族化原始伟力与文化为支撑,才可能实

现对五四文化与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相抗相抵,
并终而压倒性获胜。

在经历“文革暠劫难后,80年代的伤痕、反思性

控诉及“重回五四暠的思想再次反拨已经构成了新的

思想传统,而延安及17年文艺路线这样的老传统则

多被赋予“污名化暠的负资产性质。但客观思之,无
论于20世纪,还是近三百年来的近现代史,真正实

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正是这一聚讼纷纭的本土化路

线的革命文化。面对已经取得了文化领域现代性革

命伟大胜利的五四神话,面对具有话语统治权的西

(洋)化话语,延安的革命实在堪称伟人思想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中国的胜利,这个胜利正是在西部背

景、民族化本土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从西洋化到

西部化,其间的文化元素、精神方向、实现路径、依托

力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其伟大意义及

深刻内涵的思考和挖掘时至今日看来仍未及深入。
这个文化与文学的革命挑战了五四巅峰,改变了中

国人精神的路径,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方向,尽管其

后政治意识形态对此的过多裹挟而导致走向“文革暠
文艺的末路,甚至在新时期重续五四之脉的文化语

境中不断被污名化,但新时期以来文化与文学精神

的过度西化危机也在新世纪引起学界对“纯文学暠等
的检讨,而对“底层文学暠、“人民性暠文学的关注和讨

论也产生出对另一个传统重新思考以及正名和扬弃

的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策动于西部本土的文化革命的效应思

考应该是多重性的,包括其负面性。以往对建国后

文学一体化乃至“文化大革命暠的批判已经多矣,但
这种探讨也一直并未引入西部文化视角。其实,即
便是建国后文化精神的负面发展,也可以从延安西

部背景中找到些根由的解释,如农业文化的固执、狭
隘,农民生活方式对于知识分子、都市文化的排异与

仇视等等。延安精神以对五四以来启蒙主义、人道

主义、自由、民主、博爱等西化思想的批判和颠覆而

宣告本土文化精神的胜利,对洋化和殖民化的生活

方式也实现了根本的农业文化生活方式的回归。因

而,这场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最先进的西方思想的

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是最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和本

土人民的胜利,这种奇特的结合在“文革暠中的失控

就会产生出在最革命口号下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复

辟。
不光是文化精神,在人的构成成分上,延安文学

到建国后的文学队伍也实现了根本性的整体更迭和

换代。洪子诚先生在他那部影响当代文学史格局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便统计到五四一代文人与建国

后文人的身份区别,洪先生称之为“‘中心作家暞的文

化性格之别暠:“首先,从作家出生的地域,以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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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别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

西北、中原的转移。……‘地理暞上的这一转移,与文

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

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

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

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暠[4]30-31。洪先生谨言慎行、
力求中正允和地评价其好处说:“这会提供关注现代

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
提供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的乡村,从
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暞进程中

的矛盾的视域。暠[4]31其次,与之相关的是对待文学

的功利性态度,“中心作家暠服膺于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信条,洪先生再次中正地分析说:“明确的目标感

和乐观精神,必然是他们作品的基调。暠[4]31再次,是
文化素养的变化,从五四一代作家的留学与学贯中

西不同,“中心作家暠则大多学历不高,主要是依靠在

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中的生活经验而写作,因而

“一本书作家暠成为普遍现象[4]31-32。
在提请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注意其

西部元素发掘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其有限性。
事实上,即便延安成为革命圣地,但这与文学圣地却

仍是两回事。一方面,缺少文化修养与文学积淀的

本地忠诚革命战士并不能摇身一变而为文学之材,
搞创作的主体还是那些迁徙而来的文人群体,如“鲁
艺暠(鲁迅艺术学院,以周扬、陈荒煤、黄钢、陈涌等为

主)与“文抗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以丁玲、艾青、舒群、刘白羽为主)的两大团体,正是

以他们为主体支撑着延安文艺界,也是依靠他们创

作出解放区经典文本《白毛女》。而即便作为本土旗

帜的赵树理,也是山西人,在其影响下兴起的山药蛋

派均算是中原地界了。另一方面,在延安,文人们过

得也并不算愉快,“整风暠运动使其创作自由及文人

习气大受挫折,丁玲、艾青等的检讨,王实味的毙命,
都成为文坛陈年公案而被人不断提起。因而,延安

对文学格局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气质上的,而非队伍

规模的。
尽管延安确实成为革命文化的策动中心,但毕

竟文明发展的大势难以逆转,因而,随着新政权的建

立,革命领导中心也迅速东迁到了北京,而对于新中

国政策的功过评价也都归之于北京,并没有人将其

过多地从现实功利评价与文化精神上追究探源到延

安与西部文化的身上。如梅新林所说,这次从延安

到北京的迁徙可谓是西北发动机再次动能衰竭。事

实上,放到再宽一点的时间范围看,这个革命的起点

也并非西部之延安,而是始于上海之中国共产党成

立,历三大起义,到江西井冈山、瑞金,再到二万五千

里之迢迢征程,火种才到达了延安,之后又回到了东

部。延安的策动,一方面是见龙在田式的不得已,作
为万里长征的终点而成为革命迁徙途中的一块歇脚

地和一块跳板;另一方面,从时空影响广度和性质

看,其策动也终究是短暂和有限的,用革命的习用语

来说也就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暠。但在现今政

治话语控制已经相对中性的时代里,回顾历史,在文

学地理学视野中,西部曾有的一次中心机会需要我

们去再度凝视,革命文化选择在此燎原,固有“时也

命也暠的偶然性,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

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

再加探究。
西部的另一次机会同样是战争环境强行赋予

的,即抗日战争中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形成的政治中

心和大学内迁形成的西南联大文化中心机会。鉴于

蒋介石政权的不得人心和陪都重庆的时间短暂,重
庆所起的文化影响力有限,要言中心显然是力不能

及的。这情形正如郭沫若曾嘲讽转述的“在重庆时

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暠那样:“蒋宋美

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暞? 谢冰心

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暞? 这是在文艺

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暠[5]291而昆明的西

南联大,在战火纷飞和腐败遍地的环境里,独举思想

自由独立旗帜于一隅,真可视之为一个奇迹,有为学

之大师孜孜以求,有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诗

风之独立,有学者论政之独立,昆明成为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们的一块精神圣地,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仍

时时有人追怀其精神源流。然而,毕竟它只是战争

环境中的一个特例,知识分子们走出校门便连人身

安全也难保了,何况同重庆一样,其来也匆匆,其去

也匆匆,抗战结束便各自纷飞作鸟兽散了。而且,与
延安迥异的是,重庆的政客、昆明的知识分子均是作

为一个外来团体而自成系统独立运行,并未与本土

民众及文化有机结合,故而缺少土壤,自然也不能燎

原。因此,西南之重庆、昆明均难算作中心,所谓“西
部的机会暠不过是战争强作的拉郎配机会罢了。如

果说延安的成功正在于其革命文化的本土化策略,
那么,重庆与昆明的昙花一现其因也正在于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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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地对本土化的不屑一顾及其必然的水土不服,
重庆与昆明正成为一个逻辑上的反例而印证着延安

成功的缘由。回顾这两次对比鲜明的20世纪文学

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探究中国化的本土力量之源,

既是对既往历史地图的重新认识,也是对于当下及

未来中国文学发展路径选择及精神元素的思考和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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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portunityofWesternRegions
inLiteraryDiscourseInstigationFromtheLiteraryGeography

BAIHao
(CollegeofLiberal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Spatialdimension,introducedbyliterarygeographyintoliteratureresearch,will
promptthemap灢makinginthefieldofliteratureandofferanopportunitytothemarginalized
westernregions暞redefinition.Duetothespecialenvironmentofwarandenvironment,western
regionsactuallyhasthepossibilityofbeingthecenterofChineseliteratureinthe20thcentury.
OnewasinYan暞anwheretherevolutionaryculturestarted.Furtherresearchshouldbefocused
onthepositiveandnegativeactivepowerofthewesternlocalculture,thelimitationofthatpow灢
erandthecauseofitsexhaustion.TheotherwasinChongqingandKunming.Neithertwobe灢
cametherea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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